
从宏观的学科背景观察，西方当代修辞学影响力的结构性扩散，导致了修辞学与众多相

关学科的碰撞。反映在国内的文学修辞研究中，有两种趋势值得注意：一方面，文学研究进入

成果密集阶段，研究主体面临后续的方向性选择，学科的能量转换部分地在文学修辞研究领

域重新集结；另一方面，部分修辞学研究从语言学界向文学界突围，通过学科内部的自我调

整，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这里既有学科碰撞产生的驱动力，也有学科生长对中国文学修辞研

究的整合性要求。

文学修辞研究的学术空间主要在语言学和文学的交叉地带，与此相应的研究群体自然也

主要来自语言学界和文学界。国内的这两个学界分别在哪一个层面研究文学修辞？不同学科

的文学修辞研究呈现为什么样的格局？如何通过互为镜像的比较参照，开发文学修辞研究的

生长空间、重建更具包容性的学理结构并探寻技术升级的操作途径？以上是本文要讨论的问

题。

一、文学修辞研究：本土学脉和域外理论

文学修辞研究的完整面貌，是由语言层面的修辞技巧和文本层面的修辞诗学共同支撑

中国文学修辞研究：学术
观察、思考与开发

谭学纯

文学修辞研究的本土学脉和域外理论，在不同层面关涉修辞技巧和修辞诗学。近年国内的研究格局出现了学科分化：

语言学界偏重修辞技巧研究，文学界偏重修辞诗学研究，二者的优长蕴含着学科渗融的可能性。学科渗融的文学修辞

研究，不应简单地回归本土传统，也不应生硬链接域外理论，而需要立足当代学术语境诠释传统资源，以民族思维审

视域外理论及其可操作性。这里既有学科生长对文学修辞研究的整合性要求，也有学科碰撞激发文学修辞研究自我

调整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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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样说，既有民族化的传统，也有他者化的参照：

（一）本土学脉：修辞技巧与修辞诗学共在的传统资源

中国文学修辞研究的传统资源十分丰富：从《毛诗序》、《文心雕龙》、《诗品》之类的论著，

到历代诗话、词话、曲话，都交织着修辞技巧和修辞诗学的双重话语。即便是修辞史家较少注

意的评点性文字，也包含了修辞技巧与修辞诗学共在的思想资源。

脂砚斋评点《石头记》之“囫囵语”、“炼字说”，比较多地从修辞技巧立论，但“小说为骨诗

为魂”则指向修辞诗学，触及小说话语的诗质以及诗语和叙述话语的交融，道出了小说和诗歌

“文体间性”的一种修辞形态。古典章回小说每以“但见∕便见∕只见”、“正是∕真是∕却是”、

“有诗为证”为话语标记，引出诗体文字写人绘景，把一般性叙述转化为描摹性叙述，作为叙述

结构的修辞调整。或者承载评论教谕、警世劝诫的道德语义。“有诗为证”以修辞幻象的形式，

暗示语言再现的“似真”世界，消解小说的虚构本质，满足接受者对小说故事真实性的审美期

待。“有诗为证”意味着小说家操持另一套话语出场，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小说的尴尬，同时

也有着修辞诗学意义上的合理性：中国作为诗的国度，诗歌话语资源在小说文体中的显影，透

露的正是“小说为骨诗为魂”的接受取向①。这种民族化特征明显的话语方式，在西方小说中较

少见。公元前6世纪以前，古希腊文学作品以诗体为多②。小说文体兴起后，西方小说对诗语的

接纳，不像中国古代小说中那么常见，更不像后者中的诗语那样承担着重要的修辞功能。

修辞技巧与修辞诗学互相缠绕的传统学脉，不仅见于可以观察到的文本现实，也见于深

隐层次的文学思维和宏观的文化结构。

中国贬谪文化和贬谪文学中的“弃子—逐臣”现象，似可在修辞技巧和修辞诗学的双重意

义上解读：从弃子到逐臣，是行为主体从被父母抛弃到被集团驱逐的修辞性置换。“弃子—逐

臣”，是家庭行为向朝廷行为泛化、家庭权威向社会权威泛化。原属家庭伦理的弃子行为，转换

为政治范畴的逐臣事件，进入文学书写。逐臣悲凄的生命呼喊响彻着对朝廷的忠诚，弃子泣血

的低吟流贯着对父母的依恋，二者可以纳入一个同源相似的结构性隐喻之中③。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芳草美人”喻象，也需要在修辞技巧和修辞诗学的双重意义上解读：

屈原的“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离骚》），陆游的“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卜算

子·咏梅》），都是男人“他者化”的修辞设计：自喻求宠的女性，重新出场，为自己重建一个与君

主对话的空间。重建对话空间基于以下认知图示中的修辞结构：

美人迟暮→壮志难酬

美人见弃但矢志不移→请缨无着者的精神苦恋

这个修辞结构不仅仅是修辞技巧层面的相似关联，更有着修辞诗学层面的“模式”意义。

（二）域外理论：修辞诗学多于修辞技巧的研究格局

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使用较多的一个术语是“修辞术”。智者学派定义的修辞术，是“说

服的技巧”④，这可能导致误解：亚氏所说的“修辞术”＝修辞技巧。

《修辞学》和亚里士多德的另一本著作《诗学》对于修辞技巧和修辞诗学的理论边界界定

得并不分明，作者把修辞学和诗学都归入创造性科学⑤。这或许透露出一种信息：在他看来，二

者之间存在某种理论纠葛。道格拉斯·基尔近期的研究也许可以提供这方面的支持，他认为亚

里士多德的《诗学》和《修辞学》作为两部著作问世，会导致人们以为这两个学术文本分属不同

的知识范畴。他为此撰文《由诗学到修辞学再走回来：文学与话语》指出：《诗学》探究文学话语

的类别、元素、技巧和诗歌体式的本质，《修辞学》研究话语；亚里士多德所谈到的修辞问题有

助于文学研究，接受过文学训练的学生更能发挥技巧来改善话语。基尔进而分析莎士比亚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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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修辞技巧和香港媒体豪宅广告的诗学意味，说明《修辞学》和《诗学》的理论关联及其在

“后读写时代”的意义⑥。也许可以这样认为，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和《诗学》，其研究对象有

别：前者研究话语，后者主要谈悲剧，对修辞技巧和修辞诗学的观察角度和解释深度各有侧

重，《修辞学》对修辞技巧的关注多于对修辞诗学的关注，这不等于说《修辞学》只谈修辞技巧

而不涉及修辞诗学。

这种研究格局进入文学修辞研究，发生了逆向性变化：随着西方叙事文体的发展以及修

辞研究向文学叙事延伸，使得域外的文学修辞研究对修辞诗学的关注开始多于对修辞技巧的

关注。

从布斯的《小说修辞学》关注作者、叙述者、人物和读者之间的修辞关系，到詹姆斯·费伦

的《作为修辞的叙事》强调“修辞是作者代理、文本现象和读者反应之间的协同作用”⑦，再到保

罗·德曼的《阅读的寓言》通过修辞性阅读实现文本自我解构的寓言化，它们虽然论述的侧重

点不同，但都显示一个共同的倾向：文学修辞研究对修辞诗学问题的关注，多于对修辞技巧的

关注。“北大演讲丛书”之一、加拿大学者高辛勇的《修辞学与文学阅读》，正是在修辞诗学的意

义上使“修辞”和“文学阅读”走出了技巧层面。巴赫金的《长篇小说的话语》也表现出对“淹没

在修辞的细微末节之中”的“书房技巧”的不信任感⑧。还有一部著作不能不提：那就是海登·怀

特的《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书中告诉我们，本真的历史如何通过历史叙述成为修

辞化的历史。这本书作为对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有重要影响的成果，对文学修辞研究同样具

有启迪意义。如果说，怀特论证了“历史想象”的结果是“修辞性的”，那么，一个顺理成章的推

断则是“文学想象”的结果更是“修辞性的”⑨。在怀特的表述中，“文学性的”、“修辞性的”、“诗

性的”常常互相指涉，这本身也说明：怀特所说的叙述的修辞性，语义指向修辞诗学。

参照本土学脉和域外理论，原本修辞技巧和修辞诗学共同支撑的文学修辞研究，在中国

当代的学术走向中走出了两条技术路线———

二、学科分化：语言学/文学的文学修辞研究

中国文学修辞研究的学科分化，有学术评价和学科体制等多方面原因，也有研究者主观

认识的依据。

在国内语言学界和文学界，文学修辞研究的关键词“修辞”，存在着概念内涵与外延上的

区别。语言学界和文学界对W. C.布斯《小说修辞学》的阅读反应，似可佐证。

（一）布斯《小说修辞学》：阅读反应和不同学科的理论选择

比较中国语言学界和文学界对布斯《小说修辞学》的评价，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二者

在理论选择方面，体现出不同的学科倾向。

语言学界评价《小说修辞学》：

在修辞学家的眼里，任何一段话语都包含着作者的意图、话语的意义以及读者对话

语的反应三个方面的内容。三者的关系表现为作者力图运用一切手段组合话语，以便使

读者的反应纳入创作意图的轨道。用柏克的话说，使作者与读者在理智、情感和态度等方

面取得“同一”。布斯正是以作者、话语和读者三者的这种相互关系为基本论点来研究小

说修辞学的。他把小说和史诗这类语言艺术视为这样一种话语形式：读者对作品的分析、

理解、评价与欣赏时时处处受作者的控制。作者用以左右读者的反应的一切手段属于修

中国文学修辞研究：学术观察、思考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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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技巧，是小说修辞学研究的对象。⑩

文学界评价布斯《小说修辞学》：

在《小说修辞学》中，布斯最关心的问题，是作者、叙述者、人物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在

他看来，这种关系就是一种修辞关系，亦即作者通过作为技巧手段的修辞选择，构成了与

叙述者、人物和读者的某种特殊关系，由此达到某种特殊的效果。他把该书取名为《小说

修辞学》，并不是去探讨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措辞用语或句法关系，而是研究作者叙述技巧

的选择与文学阅读效果之间的联系，这便回到了古希腊的修辞学本义上去了。輥輯訛

比较上面两段关于《小说修辞学》的评价，可以观察到：

《外国现代修辞学概况》明确表示：“作者用以左右读者的反应的一切手段属于修辞技巧，

是小说修辞学研究的对象。”《小说修辞学·译序》强调布斯并不是探讨小说的措辞用语或句法

关系，而是研究作者叙述技巧的选择与文学阅读效果之间的联系。所谓“回到了古希腊的修辞

学的本义”，表面上是重返亚里士多德，但它更多地是在诗学的意义上、而不是在论辩与演讲

技巧的意义上回到古希腊的。因此，《小说修辞学·译序》将《小说修辞学》视为现代英美文学批

评和小说理论的重要文献輥輰訛。

文学修辞，是指向修辞技巧，还是指向修辞诗学，对此国内语言学界和文学界的同类研究

各有所重。二者的学术目标、技术路线、学术面貌、成果流向，有较明显的学科特征。

（二）模式1：语言学界偏重修辞技巧的文学修辞研究和巴赫金的批评

1.学术目标：透过文学文本中的语言现象，发现并解释语言学问题。

以文学文本中的称谓研究为例，台湾学者郑阿财从九篇敦煌变文中28处使用的“阿婆”，

考察构词、词义及唐代称谓词的语用表现輥輱訛；崔山佳分析明清白话小说和明代戏曲中“嫂子”、

“干娘”、“亲娘”、“哥”等几个称谓词，补充未收入词典的义项輥輲訛；范崇高考释《搜神记》中九个称

谓词语，修正辞书和古籍校注中的相关失误輥輳訛。从发现并解释语言学问题的角度说，这些论文

是高质量的。但是这些称谓的修辞功能是否从句子层面向文本层面扩张？是否对文学文本的

叙述结构产生影响輥輴訛？模式1的研究一般不涉及这些问题。以解释语言学问题为学术目标的文

学修辞研究，固守着自己的学科边际。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的话语语言学研究延伸到了文本的篇章结构，但其学术目标仍

然是解决语言学问题。如郑庆君的著作《汉语话语研究新探———〈骆驼祥子〉的句际关系和话

语结构研究》，以“句段”为基本单位，考察《骆驼祥子》的关系系统、描写系统、照应系统、比较

系统，采用的是语言学的方法，得出的是语言学的结论，这从全书目录、概念术语、结论等可以

看出輥輵訛。至于语言学结论在何种程度上介入和支持文学修辞研究，此书和模式1的同类研究通

常留着应解释而未解释的空间。

2.技术路线：语言世界→语言世界。

模式1分析的起点和落点都在语言。在具体的操作程序中，多分析文学文本的佳词丽句，

如“三仙姑”的脸“像驴粪蛋下了霜”（赵树理）、葛郎台的头发“像黄金中掺着白银”（巴尔扎

克）。有些佳词丽句作为话语经典，确有言语运用的示范意义。模式1在这方面一般语感敏锐，

落实到文本的话语分析时，往往十分精细，对语言学理论的自身阐释深入而到位。台湾学者竺

家宁认为，语感经验丰富的语言学者，“可以看到一般人未注意到的言语特点，正如‘庖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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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面对一篇作品时，他眼中所看到的已非‘全牛’，而是一块块的语言片段，有机地组合起

来”輥輶訛。这种观点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语言学界的主流立场。

3.学术面貌和成果流向：突出语言学面貌，学术反应主要在语言学界。

模式1的学术面貌具有明显的语言学特征：偏重修辞技巧，长于语言分析，疏于文本驾驭。

发现问题的角度是语言学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是语言学的，参考的同类研究成果主要是语言

学的，最终的目标指向也是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主要流向语言类学术期刊或综合期刊的语言

学栏目，影响力主要在语言学界，较少引起文学界的注意，较少被文学界引用。文学界的学术

刊物较少发表、转载、转摘这一类成果，文学界也较少关注、较少引用这一类研究成果。“语言

世界→语言世界”的技术路线，不支持此类研究成果流向文学界的学术期刊。基于语言学学科

经验的文学修辞研究，较少考虑文学界的接受反应。

我们不必要求模式1的文学修辞研究一定要考虑文学界的反应。但是，处于文学和语言学

交叉地带的文学修辞研究，如果完全不考虑文学界的反应，或较少进入文学界的阅读视野，可

能多少有一点遗憾。特别是，当文学修辞研究的语言事实既是语言学意义上的语料，同时又是

文学文本结构的修辞元素时，如果仅仅分析文本中的语言事实，而不考察这些语言事实如何支

撑了文本生成并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文本的修辞结构，就可能会关闭很大一部分解释空间。

模式1的文学修辞研究，其学科分工、学术分工受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影响，追根溯源，可以

从索绪尔的知识体系里找到理论支撑。

一方面，索绪尔关于“语言”／“言语”的区分，以知识的权力，规定了语言界认同的自然语

言研究和文学语言研究的学术分工：前者研究的对象是“语言”，后者研究的是自然语言进入

文学语境的功能变体———文学语言，它属于“言语”而不是“语言”。

另一方面，索绪尔关于符号“所指”／“能指”的区分，以知识的权力，规定了语言界认同的

文学修辞研究的学科分工：文学研究文学作品的“所指”，语言研究文学作品的“能指”。按竺家

宁先生的划分：文学符号的“所指”包括作品的情节、内容、情感、象征、人物塑造、言外之意、弦

外之音、诗的意象、写作背景、作者生平等；“能指”涉及诗文格律、用韵，以及修辞学里所谈的

部分问题輥輷訛。这样一来，文学符号的象征、言外之意、诗的意象等便淡出了语言学研究视野。而

像布斯、费伦、德曼、巴赫金等人的侧重修辞诗学的理论资源，也较少成为模式1的理论选择。

从某种意义上说，索绪尔的理论对“语言”研究的指导意义大于对“言语”研究的指导意

义。而文学修辞研究对“言语”特殊运用的重视，甚于对“语言”普遍规则的追寻。按说模式1的

文学修辞研究应该考虑这一学术事实，但可能是出于对“现代语言学之父”的信奉，对文学修

辞研究本不具有多少实际指导意义的索绪尔理论，深深地渗入了有着语言学背景的文学修辞

研究主体的思维。

而这正是兼有语言学和文艺学学术眼光的巴赫金所批评的。他反对文学修辞研究分析

“语言的生理上的组织标本”，认为文学修辞不等于“艺术家个人技巧的语言学上抽象的语

言”，强调解释文本修辞统一体的构成和话语秩序：“这个关系最近的修辞统一体，决定着每一

因素（词汇、语义、句法等因素）的语言和修辞面貌。”輦輮訛模式1的文学修辞研究长于词、句、段的

诠释，但如果疏于文本的整体把握，一般就只能解释文学作品中的修辞，较少能解释修辞所建

构的文学文本，也不容易找准与作家的修辞意识相契合的理论落点。因此当阐释对象从细碎

的话语材料转移到整体的修辞设计、作家的表达方式和文本深层意蕴的关系时，模式1研究的

解释力就相对弱化了。

（三）模式2：文学界偏重修辞诗学的文学修辞研究和韦勒克、沃伦的提醒

中国文学修辞研究：学术观察、思考与开发

43



文艺研究 2009年第 12期

偏向修辞技巧的文学修辞研究弥补了模式1的缺憾，但也弱化了模式1的技术性。其学术

目标、技术路线、学术面貌、成果流向，区别于语言学的文学修辞研究。

1.学术目标：透过文学文本中的语言现象，发现并解释文学问题。

多分析文学意象、意境、主题、形象、话语方式、叙述策略、修辞行为、修辞过程与意识形态

运作、修辞与话语权力的共谋和分离、修辞在后殖民理论中的位置等，并提供文本语言和修辞

方式的证明，最终的理论指向是文学问题。

2.技术路线：文学世界→语言世界。

长于文本整体把握，疏于具体的语言分析。能够比较成功地阐释作家的艺术世界，但在解

释作家的艺术世界所依托的语言世界时，有着语言学背景的读者有时会感到接受短路。语言

学界欣赏模式2对文学文本结构的整体驾驭和论述的灵动，胜过欣赏它对文学存在方式与语

言存在方式之间的关系的考察。

3.学术面貌和成果流向：突出文学面貌，学术反应主要在文学界。

王一川的《修辞论美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泓峻的《文学修辞批评》（中国

国际广播出版社2005年版）、郭洪雷的《中国小说修辞模式的嬗变———从宋元话本到五四小

说》（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较多地认同修辞诗学意义上的“修辞”，而不是修辞技巧意义上

的“修辞”。李建军的《小说修辞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里有部分篇幅考察了宏

观修辞技巧和微观修辞技巧。但透过“修辞技巧”的术语表象，可以读出：作者认为小说修辞的

学术目标，是在作者与读者、作者与人物、读者与人物之间建立一种积极的“我—你”关系，即

小说修辞的主体关系。这表明，作者的小说修辞观与W. C.布斯和詹姆斯·费伦注重的修辞诗

学很接近。而蓝棣之的《作为修辞的抒情———林徽因的文学成就与文学史地位》輦輯訛，从论文标题

似乎就可以看出，从詹姆斯·费伦的《作为修辞的叙事》到这里的《作为修辞的抒情》，是修辞诗

学功能从叙述方式向抒情（诗歌）方式的位移。而该文的副标题“林徽因的文学成就与文学史

地位”，也表明了作者的写作定位。

模式2的学术面貌具有明显的文艺学特征：偏重修辞诗学，其强势研究在文本的整体把握

方面，而语言分析往往体现出不同程度的弱势倾向。发现问题的角度是文艺学的，解决问题的

方式是文艺学的，参考的同类研究成果主要是文艺学的，最终的目标指向也是文艺学的。研究

成果主要流向文学类学术期刊或综合期刊的文学理论栏目，影响力主要在文学界，较少引起

语言学界的注意，较少被语言学界引用。语言学刊物很少发表、转载、转摘这一类成果。“文学

世界→语言世界”的技术路线，不支持此类研究成果流向语言学界的学术期刊。语言学界比较

注重此类研究成果的语言学含量，而这些通常不是有着文学背景的研究者的强项。

阅读文学界的文学修辞研究成果，时常与语言学术语相遇。这是学术文本的符号表象，

“隐喻／转喻”、“能指／所指”、“表层结构／深层结构”进入文学界的话语系统，在一定程度上

投射出该术语所涉及的学科经验。联系具体的学术语境，对照概念术语的实际所指，可以感觉

到，语言学基础有时也许没有夯实。对此，韦勒克、沃伦的提醒可能有些言重，但不是没有道

理：“如果没有一般语言学的全面基础训练，文体学的探讨就不可能取得成功。”輦輰訛

事实上，虽然文学修辞研究的学术目标不是解决语言学问题，但它也离不开语言学的学

理支撑。在必要的语言学训练不够充分的情况下，介入语言学领域，有时会陷入两难：如果动

真格，研究者不一定熟悉并能实现语言学研究的技术要求，可能因此引发一些来自语言学界

的诘难；如果虚晃一枪，不涉及语言学的实质性问题和基础要求，那么，“文学是语言的艺术”

的学术展开，是否会在具体操作中成为理论的空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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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两难之境，有学者选择了智性的处理方式。孙绍振的《名作细读》注重语言分析而不

用语言学概念。他在跟我的交流中，明确表示远离“能指”／“所指”之类的语言学术语。但他提

出了语言学知识谱系之外的一对很有解释力的概念范畴：“词典语义”／“文本语义”。孙绍振

认为，国内的文学文本分析，语言之外的分析多，抓住语言的分析少。一些表面上注重字、词、

句的分析，多半死在词典语义中，在文本语义中活起来的少。“词典里的意义非常有限，而在具

体上下文（语境）中的语义，却因人而异，因事而即时生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无限多样的

语境和人物身上，同一语词所能表达的意义是无限的。”《名作细读》里的很多篇章，正文前用

黑体字提示了需要细致分析的关键词。文学修辞研究从关键词句入手，基于孙绍振如下的认

识：在经典的文学文本中，语言常规运用的可分析性小于超常规的运用，而超常规的语言运用

“只是在一些局部的、关键的词语中，表现得特别明显。正是在这种地方，隐藏着作者和人物的

心灵密码，也正是在这里，显示出语言的精妙”輦輱訛。分析词典语义向文本语义的变异，进而破解

隐藏着作者和人物的心灵密码，不可能仅仅在修辞技巧层面解释，还需要向修辞诗学延伸。

在操作层面如何实现从修辞技巧向修辞诗学的延伸，需要进入下面的讨论———

三、学科渗融：语言学—文学的文学修辞研究

（一）学科渗融：文学修辞研究的学术现实与可能

处于语言学—文学交叉地带的文学修辞研究，本身隐含着一个预设：能够在语言学—文

学交叉地带出入往返的研究主体，其合理的知识结构是：语言学知识＋文学知识。

在这方面，模式1和模式2的研究主体总体上的知识分配体现出各自的长处：

模式1：语言学知识﹥文学知识／模式2：文学知识﹥语言学知识

模式1的学术操作自由度设定较严，这对学术研究的随意性是一种制约，对强调学术研究

的科学性来说，是戴着镣铐跳舞。但是当文学修辞的研究不以纯语言学研究为最终目的时，可

能限制研究者的思想展开，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解释空间。这就使得语言学研究十分看

重的“解释力”遗留了一块阐释的空地。

模式2的学术操作自由度相应扩大，打开了研究者的思想空间和解释空间，为理论扩容提

供了更大的可能。开阔的学术视野，为读者提供了更大的信息量。但是当思想的敏锐和理论的

深度落实为文本细读中的语言分析时，语言学的学术面貌不一定能很好地体现。在提炼规则、

避免孤证、排除并解释反例等语言学研究注重的问题上，模式2也孜孜以求，但从文学修辞研

究同层次成果观察，它可能不像模式1那样自觉。

研究模式的选择，只是选择一种解释路径，本身无可置疑。针对同样的文学修辞现象，研

究者选择模式1或模式2，通常出自他的学科经验。甲可能更擅长模式1，乙可能更擅长模式2。

或者，同一个研究主体，在不同的研究阶段，分别选择模式1或模式2。这就像甲擅长拳击或柔

道，乙擅长跆拳道或空手道，不同的竞技名目有不同的攻击能量和实战效率。行为主体选择其

中之一，自有他的合理性。

但是，拳击、柔道、跆拳道、空手道如果能优势互补，就可以为搏击注入新的能量。李小龙

用他的截拳道向世界证明了这一点。基于同样的理由，能不能整合模式1和模式2的优势，探索

二者相互激活的会通点呢？

（二）模式3：兼及修辞技巧和修辞诗学的文学修辞研究

偏重修辞技巧的模式1和偏重修辞诗学的模式2，依托各自的学科背景。有经验的读者，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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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论文摘要和关键词，就可以知道作者的学科背景。因为论文摘要和关键词所呈现的，是一个

学术文本最浓缩的学术话语及其背后的学科经验。学科经验意义上“我”的强势在场，以福柯

所说的“知识的权力”抵御“他者”的介入。学术话语承载着学术信息进入学术传播，按学科惯

常的技术路线进入理论腹地。这些通常在本学科的话语场内进行。学科是支持这种话语运作

的平台，也是理论晦暗处的合法庇护所。这是一种隐在的权力。

模式1、2的研究者中，有我敬重的学术朋友。这两种模式的文学修辞研究成果，不乏学养

深厚的精致文本，其思想的深邃、技术的精妙、逻辑的力量令人欣赏，也会激发读者再开发的

欲望。在这样的学术情境中，分析文学修辞研究模式1、2之优长，思考巴赫金、韦勒克、沃伦批

评中的有益成份，使得模式3逐渐清晰起来。

1.学术目标：从文学文本的语言表象，解释文学的语言性问题和语言的文学性问题。

文学修辞研究，既不是限制文学出场的语言研究，也不是语言缺席的文学研究。“文学是

语言的艺术”这一最常见的理论表述，隐含了文学在语言中生成、语言向文学开放的双重命

题，这意味着文学修辞研究需要在文学的语言性和语言的文学性的双重空间重新定位：文学

的语言性在本体论层面构建解释框架；语言的文学性在艺术论层面寻求理论支持。如果文学

修辞研究脱离语言性，就等于剥离了文学的存在方式；如果脱离了文学性，就等于回到了普通

语言学意义上的语言观察和语言分析。

2.技术路线：语言世界→文本世界→人的精神世界。

模式3构建“话语建构—文本建构—人的精神建构”的立体分析框架，兼顾文本内部和文

本外围，同时聚焦文本世界和人的精神世界的语言形态。既分析局部的修辞技巧，又注重修辞

技巧在文本修辞结构中的功能和关系；既注重语言在文本修辞结构中的积极能量，又解析语

言成为建构修辞化文本过程中的负性元素的原因。从成功的文学修辞“该如何”和不成功的文

学修辞“是如何”的两极逼近同一个价值尺度：文学经典应该同时是修辞上的语言经典。

3.学术面貌和成果流向：语言学面貌和文学面貌并重，同时关注语言学科和文学学科的

学术反应。

由于文学修辞研究既不是单纯的语言研究，也不是单纯的文学研究，因此需要比较参照、

探寻生长空间、重建更具包容性的学理结构；需要启动研究主体的双重经验：语言经验和文学

经验；需要调配研究领域的双重资源：语言学资源和文学资源；需要综合运用语言学和文学的

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完成具体的操作。作为对以上操作的检验，处于语言学—文学交叉地带的

文学修辞研究成果，在理论上似应分别流向语言学和文学刊物，接受语言学科和文学学科的

学术审视輦輲訛。

（三）模式3不是简单地回归本土传统，也不是生硬链接域外理论

行文至此，读者也许会发现，文学修辞研究呈现出“合—分—合”的逻辑路向：

合：本土传统和域外理论同时关注修辞技巧和修辞诗学

分：模式1偏重修辞技巧、模式2偏重修辞诗学

合：构建从修辞技巧向修辞诗学提升的模式3

“合—分—合”的逻辑路向，不是回返性思路，而是重建性思路。

回顾本土资源中修辞与文学的共生因子，关注域外修辞研究向文学叙事延伸的生长态

势，可以发现：本土传统和域外理论留有不同的解释空间和操作难度，需要以现代意识审视传

统资源，重返文学修辞研究的学科基础，经过合理扬弃，为学术生长输入新的动力；同时以民

族意识审视全球化的理论背景，参照域外同类研究的标志性成果，在一个更开阔的学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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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进行前沿交流：在碰撞中生长，在对话中整合，提升理论格局，修正操作实践。

问题是，怎样由修辞技巧延伸到修辞诗学？怎样在修辞诗学的框架中处理修辞技巧？对

此，本土化的理论表述点到即止，要言之：积章句而成篇。但理论上的章句积而成篇，进入实际

操作时，又存在多种可能性。其修辞理路如何实现？可操作性交给了作者和读者。

从“篇”的角度观察“句”，句子通常是非自足性的。一个最小的叙述单位在句子中完成，是

句子自身的封闭。在更大的篇章结构中，局部封闭的句子向周围开放着。这个开放的空间需要

其他句段来填空。篇章语义的饱和，依赖于连贯性叙述中句段语义的不断生成。句段语义链条

如何延伸，制约着篇章语义链条的完整。故事及故事走向、情节及情节推进、人物及人物关系，

都作为相关参数，形成动态的结构模型。这里较少固定套路，而较多地取决于作者的修辞意

图，以及为了实现修辞意图需要设计出一个什么样的修辞结构。这里的变数很多，弹性也很

大。如何把其中的原理描述为可以观察到的外显形态，中国传统文论似乎更相信读写者的

“悟”，而少有实证性的解析。

中国古人不重解析的外显性修辞结构，在域外的文学修辞理论中得到了部分的阐发。但

国外的文学修辞研究对象毕竟是非汉语文本，其理论解释力和可操作性在面对汉语文本时不

一定能完全对号入座。这里需要汉语经验的介入，需要注重汉民族思维方式及汉语写作的审

美特征。

基于这样的认识，模式3一方面吸收模式1、2的学术智慧，清理它们的理论库存，整合二者

之优长，悬搁二者之遗憾。另一方面立足当代学术语境，诠释传统资源，以民族思维审视域外

理论及其可操作性。

在语言学—文学交叉地带重建文学修辞研究的话语场，对研究主体的知识储备、学术敏

感、拓宽解释空间的能力等方面，有不同的要求，具有一定的挑战意味。而挑战正是学术研究

的魅力所在———挑战意味着研究主体思维定势的打破，伴随着学科发展动力的新一轮输入。

学科的良性发展，需要在不断挑战和积极应战的能量驱动下，以更深层次的学术观察，构建更

具解释力和可操作性的话语平台。这在某种程度上，或许是全球化语境中文学修辞研究的一

种自我调整。

希望本文的探讨能够为中国文学修辞研究生长空间的延展提供跨学科的观察与思考，也

希望本文不会被误读为对中国文学修辞研究现有成果的苛求。它只是基于一种学术期待———

期待更为开放、更为多元的研究。多元共存的研究格局和文学修辞研究的不同模式，在理论探

讨和学术实践中丰富，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完成旧质的新变和技术升级。

① 朱玲：《文学文体建构论》，海峡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118页。

②④⑤ 罗念生：《修辞学·导言》，见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罗念生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页，第2—7页，第6

页。

③ 谭学纯：《“弃子逐臣”：一个结构性隐喻》，载《光明日报》2005年8月22日。按：尚永亮的《贬谪文化和贬谪文

学》（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对“弃子逐臣”现象有深入精到的分析。

⑥ 道格拉斯·基尔：《由诗学到修辞学再走回来：文学与话语》，变哩译，载《外国文学》2006年第4期。

⑦ 詹姆斯·费伦：《作为修辞的叙事》，陈永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⑧輦輮訛 巴赫金：《长篇小说的话语》，《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白春仁、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页，第

37—40页。

⑨ 谭学纯：《历史与修辞相遇》，载《光明日报》2005年9月29日。

⑩ 王德春主编《外国现代修辞学概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7页。

輥輯訛輥輰訛 周宪：《小说修辞学·译序》，见W. C. 布斯《小说修辞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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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輱訛 郑阿财：《敦煌变文中称谓词“阿婆”综论》，载《浙江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輥輲訛 崔山佳：《明清白话作品词语称谓语补义》，载《明清小说研究》2007年第2期。

輥輳訛 范崇高：《〈搜神记〉称谓词语札记》，载《兰州交通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輥輴訛 谭学纯：《身份符号：修辞元素及其文本建构功能———〈李双双小传〉叙述结构和修辞策略》，载《文艺研究》

2008年第5期。

輥輵訛 参见郑庆君《汉语话语研究新探———〈骆驼祥子〉的句际关系和话语结构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輥輶訛輥輷訛 竺家宁：《语言风格学之观念与方法》，载《扬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輦輯訛 蓝棣之：《作为修辞的抒情———林徽因的文学成就与文学史地位》，载《清华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輦輰訛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李哲明译，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89页。

輦輱訛 孙绍振：《名作细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版，第257、255页。

輦輲訛 模式3的部分探索个案，可参见谭学纯：《再思考：语言转向背景下的文学语言研究》，载《文艺研究》2006年第

6期；《身份符号：修辞元素及其文本建构功能———〈李双双小传〉叙述结构和修辞策略》，载《文艺研究》2008

年第5期；《存在编码：米兰·昆德拉文学语言观阐释》，载《中国比较文学》2009年第1期；《语言教育：概念认知

和修辞认知》，载《语言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5期；《语用环境：语义变异和认知主体的信息处理模式》，载《语

言文字应用》2008年第1期。

（作者单位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江汉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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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全球化：论西方现代文论在
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的传播与影响》

冯黎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年 9月出版

《走向全球化：论西方现代文论在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的传播与影响》是武汉
大学冯黎明教授的一部学术著作。该书系统地考察了 20世纪晚期中国文学理论界
引进、译介和运用西方文学理论的历史实践，揭示了现代性西学东渐在中国当代文
学理论变革中的关键作用，即用西方文论中的意义经验个人化、文本自足性和反历
史决定论在逻辑上促成了主导中国文学理论界多年的总体性历史元叙事的解体。
著者指出，20世纪晚期中国文学理论批评观念的转型，表现出一种总体性走向多
元化、历史理性走向文化心态、元叙事走向话语经验的嬗变规律。
该书创新之处在于：其一，对 20世纪晚期中国文学理论变革的历史主题———

总体性历史元叙事解体的揭示；其二，对西方现代文论推动 20世纪晚期中国文学
理论变革的历史过程和逻辑程序的梳理与归纳；其三，指出走向全球化的中国文学

理论所存在的问题表现为现代性焦虑和文化身份的迷失，并对此缺陷做了深入的

分析。
作者称现代性西学东渐之前的文学理论为“总体性历史元叙事”，认为改革开

放这场“解总体化运动”使得中国的文学理论走向全球化，其结果是总体性历史元
叙事的解体，即思想解放，但又带来了文化身份失落的理论困境。

·书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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